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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面对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与全球治理的

紧迫需求，中国明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1,2]。

鉴于全球近一半的未来减排潜力需依赖尚不成熟或

尚未商业化的新兴技术 [3]，实现“双碳”目标要求

的深度减排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部署要加强绿色

低碳重大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强化前沿技术布

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进一步确立了坚持创新转型

的原则，强调要全方位强化支撑绿色转型的科技创

新。要将这些战略蓝图转化为现实减排能力，核心

在于优化研发投资的配置路径，以确保创新体系的

高效运行 [4]。

研发投资旨在通过知识资本积累驱动技术进

步，实现未来的效率提升与成本下降，本质上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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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跨期资源优化配置过程 [5,6]。由于不同低碳技术

在成熟度和不确定性等方面存在差异，研发投资决

策既涉及投资额和时间选择，也需要在技术类型之

间权衡取舍 [7]。具体而言，大量能效提升、可再生

能源等技术已基本具备商业化条件，拥有较成熟

的工程经验与成本控制能力；而碳捕集与封存、氢

能、负排放等技术仍处于研发或早期示范阶段，尚

未建立稳定的成本结构或实现规模化应用，具有更

大的不确定性与更高的潜力。投资较成熟技术的理

由在于，其部署路径相对清晰，能够在近期为系统

减排目标提供可衡量的支撑，并降低近中期转型过

程中的不确定性与失败风险。然而，站在长期系统

优化的视角，新兴前沿技术具有重要的选项价值，

可能在中长期显著拓展减排的可行边界。在技术竞

争与路径依赖未定型的阶段，保持多元技术方向的

探索，有助于规避过早锁定技术路线造成的路径依

赖与效率损失 [8]。因此，需要对有限的研发资源进

行优化配置，探索“双碳”目标约束与研发不确定

性下的最优投资路径。

大量研究基于综合评估模型或能源系统模型探

索了低碳技术的发展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三方

面不足，限制了其对研发决策的支持能力。首先，

大部分模型将技术进步设定为外生变量，以预设的

成本变化曲线进行模拟，难以刻画政策干预、研发

投入等因素通过知识积累与创新扩展影响技术成本

的作用机制 [6,9,10]。其次，尽管一些模型引入了经验

学习框架或研发驱动的技术进步机制 [11]，但往往忽

略了研发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未区分不同类型技术

的研发风险差异，导致对研发不确定性与技术组合

问题缺乏系统刻画 [7]。最后，用于分析最优技术研

发路径的模型往往缺乏针对中国情境的专门设计与

参数校准，且对中国人口演变等重要现实情境趋势

的影响关注不足，难以评估未来关键变量变动对研

发投资最优配置的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具有内生技术进步

框架的能源经济优化模型，根据技术成熟度与研发

不确定性的差异区分了低碳技术类型，并以中国为

背景进行参数校准，以回答何种技术组合、投入强

度与时间路径符合社会最优解的问题。鉴于前沿技

术创新往往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质，模型

特别引入了研发回报分布形状变量，以考察研发回

报的风险特征对决策的影响。与之相匹配，模型采

用多阶段随机动态优化框架，以刻画不确定性条件

下的研发决策跨期动态权衡。基于此，本文重点评

估了在存在短期低成本替代路径的情况下，是否仍

应为前沿技术保留必要的研发强度。为聚焦不确定

性下的多阶段投资配置问题，本文不包含详细能源

系统，而是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技术演化逻辑和经济

机制解释，并采用近似动态规划方法进行求解。

模型结果表明，研发回报不确定性较高时的最

优策略是显著增加前沿突破性技术研发投入，这本

质上是在为实现“双碳”目标储备长期选项，以高

强度的研发投资换取未来的低成本减排可行性。进

一步，本文评估了减排时序进度、人口老龄化等宏

观趋势性因素对研发路径的影响。通过模拟提前行

动、线性、延迟行动三种碳中和路径所代表的减排

时序情景，研究发现：提前行动带来的技术转型进

度要求将研发压力显著前移，而延迟行动则使研发

投入集中于中后期，不同减排节奏导致的最优投资

额差异可达约 25%。这表明研发预算规划需与减排

目标时序保持协调，以避免因时间错配而产生资源

缺口。在人口演变方面，重度老龄化的低人口情景

下最优研发投资比高人口情景高出逾一倍。这意味

着，当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财政能力受限

时，社会必须更加依赖技术进步产生的红利来对冲

经济下行压力，技术创新构成了应对老龄化社会减

排负担上升的关键替代力量。

1 方法与数据

1.1 低碳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特征

技术研发的投入决策本质上取决于对预期效益

与预期成本的权衡。在收益端，研发成果具有显著

正外部性，知识溢出与减排效益使社会回报往往高

于私人回报；在成本端，研发过程存在试错与失败

风险，投入具有不可回收性，不同技术路径的成本

与成功概率高度不确定，使投资决策呈现强烈的跨

期特征与组合选择问题。研发不确定性是创新决策

与技术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但其作用于技术选择

的机制在现有文献中仍缺乏系统刻画。

低碳技术的创新过程具有多源叠加的不确定

性。从技术与成本演化的微观机制来看，不少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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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技术涉及复杂的物理和工程机理，如碳捕集与

封存、氢能制储运、长时储能等往往需要跨学科的

基础研究和多环节系统集成，研发失败率较高，单

次试验结果对长期性能和安全性的代表性有限。新

技术在早期试验和示范阶段往往难以体现出显著的

单位成本优势，甚至可能出现效率下降、设备故障

率偏高或与既有系统兼容性差等问题，使得成本曲

线呈现非线性或阶跃式变化，而非平滑下降。

制度与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大了上述不确定性。

一方面，碳价水平及其稳定性、补贴与税收等政策

工具的预期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和金融部门对长

期研发项目的风险评估和资金配置；另一方面，电

力系统灵活性、氢能基础设施布局、输配电网络和

储能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均衡与

时间滞后，即使技术在实验室或小规模示范中已经

具备可行性，也可能因为配套制度和基础设施不到

位而难以实现大规模部署。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

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交织，使得技术研发的预期

回报高度波动。

因此，低碳技术研发回报通常表现为高方差、

高偏度和厚尾特征。大量研发活动仅带来渐进式改

进，边际收益有限，而少数在材料体系、工艺路径

或系统架构上实现根本性突破的项目，则可能在相

对短的时间内显著降低成本、提升性能，重塑整个

技术族群的学习曲线和部署前景。研发投资由此呈

现出“多数平庸”与“少数极端成功”共存的结

构，传统基于正态分布的风险度量往往低估了这种

厚尾收益对长期社会福利和减排可行边界的贡献，

也低估了放弃部分高不确定性技术所带来的机会

成本。

这种不确定性风险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被技术

创新的积累性与阶段性特征所放大。从基础研究到

原型开发、示范工程再到商业化扩散，每一阶段都

需要前期知识和经验的持续积累，其回报在时间上

具有显著的滞后性。早期投入往往难以在短期内以

成本下降或减排量的形式获取显性回报，却对后续

规模化部署的成本门槛、可靠性和系统兼容性具有

决定性影响。一旦在早期阶段由于不确定性高、收

益难以量化而形成系统性的投资不足，不仅会削弱

潜在突破性技术的选项价值，也会在未来减排约束

收紧时加剧对既有成熟技术的过度依赖，从而产生

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

基于上述特征，可以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视为

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跨期投资决策问题。通过动

态规划等方法，将研发投入、知识存量和技术成本

演化置于统一框架中，并以随机冲击刻画技术进展

的跳跃性和厚尾收益，可以更系统地评估不确定性

对最优研发节奏和技术组合的影响。本文在模型分

析中引入研发回报的随机分布设定，正是为了在规

范化的数量分析框架下，刻画这类不确定性特征及

其对研发投资需求的塑造作用。

1.2 模型基础结构与主要改进

本 文 的 模 型 基 础 结 构 基 于 DICE（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模型 [12] 

发展而来。DICE 模型用以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

中刻画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动态权衡，其扩展版本 
ENTICE（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DICE model）将技术进步改为内生机制，引入研发

活动驱动的知识资本积累，用于分析创新与技术进

步的作用 [13,14]。

本文参考并改进 ENTICE 的结构，构建区分技

术类型的多阶段随机优化模型，用以评估不确定性

条件下的最优研发投入路径。具体而言，模型将低

碳技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先进适用技术（术语借

鉴《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实施方案》中的相

关表述），代表已基本具备商业化条件、成本演化

路径相对确定的技术；另一类是前沿突破性技术，

代表尚处于研发示范阶段、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但具

备极大减排潜力的技术。

整体架构上，模型包含三类核心模块：一是宏

观经济模块，以生产与支出为主线，在资源约束下

决定可用于技术研发与部署的投入上限；二是技术

演化模块，围绕上述两类具有可替代关系的低碳技

术展开，分别刻画不同成熟度与不确定性的知识积

累及成本下降轨迹；三是排放与能源结构模块，在

给定能源替代选项与部署能力约束下，衡量经济活

动产生的碳排放水平。上述模块共同嵌入一个统一

的跨期最优化结构中，动态求解在初始状态与参数

设定下的最优资源配置路径，使得模型能够在一致

的框架中系统比较不同研发策略与部署路径的经济

代价、技术演化与社会福利表现。模型结构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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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模型中的核心过程如下：

首先，模型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跨期人均效用

的贴现和：

 max [ ,V U c N D=∑
t

T

=0
t t t]  （1）

式中，ct为人均消费；Nt为人口规模；Dt为外

生给定的贴现因子。模型以 5 年为一期，基期

（t = 0） 为 2020—2025 年， 最 后 一 期（t T= ） 为

2055—2060 年。当期效用写作：

 U U c N Nt t t t= =[ , ] log
 
 
 

C
N

t

t
 （2）

宏观总产出Yt由资本Kt、劳动力Lt与综合能源投

入Et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决定：

 Y A K L Et t t t t t= Ω ( γ γ β β1− − ) （3）

式中，At为全要素生产率；Ωt为气候损害系数，

其数值由碳循环与损害函数决定，具体计算过程详

见参考文献 [7,14]；γ和β分别为资本和能源的产出

弹性，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1− −γ β。能源投入 
（Et）是化石能源（Ft）和两类相互可替代的低碳技

术（先进适用技术B1,t、前沿突破性技术B2,t）在嵌

套 CES 结构下聚合而得。

总产出扣除化石能源使用成本后，得到可支配

的净产出：

 Q Y p F p B p Bt t F t t B t t B t t= − − −, 1, 1, 2, 2,  （4）

式中，pF t, 、pB t1, 和pB t2, 分别为三类能源的当期

价格。

支出在消费、投资与研发之间的分配为

 Q C I R R Rt t t E t B t B t= + + + +, , ,1 2
 （5）

式中， It为物质资本投资；RE t, 为能源效率

研发支出；RB t1, 和RB t2 , 为两类低碳技术的研发支

出。式（4）和式（5）构成了经济系统的资源

约束：支付清洁能源或进行研发活动，必然会

与消费或资本积累竞争经济资源。

对每一类低碳技术B B B∈{ 1 2, }，分别引入

“创造新知识”的知识存量HB t
K

, 与“成本降低”

知识存量HB t
C

, 。模型具有内生技术进步机制，

每类技术的单位成本由其对应的知识资本水平

决定，通过创新可能性前沿将当前期的研发投入转

化为下一期的知识积累，从而形成随时间演化的成

本下降轨迹。知识存量的演化为

 H h R H B B BB t B t B B t
K K

, , , 1 1 2= + − =( ) (1 ,  ,δ ) −  （6）

 H h R H B B BB t B t B t
C C

, , , 1 1 2= + =( ) − ,  ,  （7）

式中，δB为知识折旧率。创新可能性前沿把当

前期研发和既有知识转化为新增知识：

 h R aR H( B t B t B t, , ,) = b K( )ΦB   （8）

式中， a为创新可能性前沿的尺度系数；b为新

增知识存量对研发投入的弹性；ΦB刻画既有知识存

量对新增知识创造的影响强度。技术单位成本由成

本降低型知识存量决定：

 pB t, =
(H

p

B t
C

B

,

,0

)η
 （9）

式中，η  为知识对成本影响的参数，刻画单位

成本对成本降低型知识的学习弹性。

在上述基础结构之上，本文针对研究目标进行

了两项关键调整：

首先，本文引入了技术研发回报的不确定性，

即研发投入转化为技术知识积累的成功率的不确定

性，关注其分布形状对最优研发组合的影响。借鉴

文献的做法 [7]，在创新可能性前沿的基础上，对新

增知识创造加入乘性随机冲击θB t, ：

 H h R HB t B t B B t B B t
K K

, , , , 1= + −θ δ( ) (1 ) −  （10）

 H h R HB t B t B t B t
C C

, , , , 1= +θ ( ) −  （11）

图 1 模型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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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将研发视为多阶段随机过程，通过调整

θB t, 的分布，允许高成本技术的回报呈现更高的方

差和厚尾分布，使其具备“高风险高回报”的特

征。相应地，模型采用近似动态规划（approximate 
dynamic programming，ADP）方法 [15] 求解多阶段

随机最优化问题，通过值函数近似与策略迭代有效

缓解高维不确定状态空间下的“维度诅咒”。与传

统静态优化或逐期模拟方法不同，该方法可提供整

个规划期内的动态最优路径，系统评估不同时间点

研发投入对未来成本与部署的联动影响，明确当前

决策在约束、回报和不确定性下的跨期价值 
影响。

其次，本文以中国为建模背景，将“双碳”目

标下的排放路径设置为约束条件。考虑到中国已

提出明确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间，模型不再通

过气候—经济反馈内生得到最优排放路径，而是

直接基于减排目标设定排放路径约束。这有助于

聚焦现实政策需求，在既定约束下探索何种研发

与部署路径最为经济。尽管模型以中国为主要研

究对象，我们仍保留了气候模块以模拟气候损害，

并外生设定全球其他国家的排放路径为 SSP2-4.5 
情景 [4]。

1.3 参数与情景设置

1.3.1 排放路径约束

本文设定的各排放路径情景均满足中国已承诺

的“双碳”目标及 2035 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如

图 2 所示，三种情景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2035 年之

后的减排时序：线性情景假定排放自 2035 年起以

恒定速率逐步下降；提前行动情景则在 2035 年后

迅速加速减排；而延迟行动情景则先维持相对较高

的排放，随后再加速下降趋近于碳中和。考虑生态

碳汇，三种情景最终均在 2060 年达到碳中和目标

要求的合理剩余排放水平 [16]。本文设定的基准情景

为线性情景。

1.3.2 人口情景

采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4》[17] 对中国的

中位情景人口预测作为基准，同时纳入其低位 95%
与高位 95% 的不确定性区间，设置三种人口情景

（表 1 和表 2）。总体人口在所有情景下均呈下降趋

势，至 2060 年中情景人口降至 11.4 亿人，而低情景

与高情景的总人口分别收缩至 10.0 亿人与 12.6 亿人。 
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则下降更为显著，中

情景下从 2025年的 9.9亿人降至 2060年的 6.1亿人，

低情景下进一步降至 5.5 亿人，高情景下相对缓降

至 6.7 亿人。

                            表 1 中国人口总数情景设定 [17]� 单位：亿人

年份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2055 2060 

低情景 14.1 13.8 13.4 12.8 12.3 11.6 10.8 10.0 

中情景 14.2 14.0 13.7 13.4 13.1 12.6 12.0 11.4 

高情景 14.2 14.2 14.1 14.0 13.8 13.5 13.1 12.6 

                     表 2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情景设定 [17]�单位：亿人

年份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2055 2060 

低情景 9.9 9.7 9.2 8.5 7.9 7.1 6.2 5.5 

中情景 9.9 9.7 9.3 8.6 8.1 7.5 6.7 6.1 

高情景 9.9 9.8 9.4 8.7 8.2 7.7 7.1 6.7 

1.3.3 不确定性参数

技术不确定性通过研发回报的对数正态分布建

模 [7]，并以乘性随机冲击θB t, 的标准差σ表征路径的

不确定性强度。本文将技术划分为两类：对先进适

用技术，设定σ = 0，反映其研发回报的可预期性；

对前沿突破性技术，设置基准分布（σ = 0.7）和宽

分布（σ = 2）两种情景，以体现其多数时期进展缓

慢、少数时期实现跃迁的研发特征。为控制可比

性，所有技术研发回报的分布均值设为一致，模拟

结果仅受不确定性设定影响。图 2 三种排放路径的减排时序情景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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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碳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与投资需求

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伴随着高度不确定性，准确

识别这种内在的风险特征是理解技术投资逻辑与制

定支持政策的基础。低碳技术研发面临的不确定性

来源于技术本身的可行性与成本演进路径，并根植

于政策预期、市场环境与基础设施条件的动态变

化。许多关键减排技术依赖复杂工程体系与跨环节

协同，其早期研发阶段难以稳定反映长期性能与经

济性；与此同时，碳价信号、配套制度与区域基础

设施建设的时空匹配，又持续改变企业与金融部门

对长期项目的风险认知与资本配置。在这一背景

下，研发投资不再只是对单项技术前景的判断，而

是对一组潜在技术机会及其未来部署环境的整体权

衡。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阶段累积特

征，早期投入虽未必立即转化为成本下降或减排增

量，却深刻影响后续规模化扩散的可行边界。一旦

在高不确定性阶段形成系统性观望或低投入，潜在

突破性技术的成长空间将被压缩，并可能在后期减

排压力上升时放大对既有技术路径的依赖。本节将

基于低碳技术创新不确定性的来源与特点，使用模

型刻画不确定性对研发投入决策的影响，并探讨其

启示。

在其他参数保持基准设置的前提下，本文比

较了不确定性程度对最优研发投入的影响。图 3、 
图 4 分别对应研发回报的基准分布情景与宽分布情

景，柱高表示各阶段的最优研发投资规模。由于模

型以 5 年为一期，以下各图中任一年度所对应的投

资额为该年作为最后一年的 5 年周期投资总额。

对比基准分布与宽分布两种情景的模拟结果，

技术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前沿技术的期望投

资价值，促使研发策略由低强度的维持性投入转向

高强度的持续性投入。当研发回报呈现“高风险、

高收益”的宽分布特征时，为了提高实现技术突破

的概率并获取潜在的高额减排收益，最优策略表现

为显著扩大投资规模、延长高强度投入窗口期，并

进一步提高前沿技术在研发组合中的资金占比。

从投入强度来看，不确定性的增强显著提高了

对前沿技术的研发投资需求。数据显示，基准情景

下前沿技术的投入维持在每期 0.1 万亿～0.27 万亿

美元区间；而在宽分布情景下，最优投资规模明显

提升，第一期的投资即突破 0.5 万亿美元，接近基

准情景的两倍；在后续年份，其投入强度也始终维

持在基准情景的 2～5 倍水平。这表明，面对厚尾

分布的潜在高回报，理性的决策需要大幅增加资金

强度，以加速知识资本的积累。

从投入时序来看，不确定性的增强使研发资金

呈现出“早投入、长维持”的特征。在基准情景

中，前沿投入在 2030 年达到峰值后即迅速回落。

相较之下，宽分布情景下的资金支持在 2045 年以

前始终维持在 0.5 万亿美元以上的高位，之后才缓

慢下行。这种高强度投入窗口期的显著延长，反映

了系统需要利用更长的时间窗口进行持续攻关，利

用早期的知识沉淀撬动未来的成本下降，以对冲后

期技术突破失败的风险。

图 3 最优研发投资路径（基准分布情景）

图 4 最优研发投资路径（宽分布情景）

从技术配置结构来看，资源在前沿突破性方向

的集中度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显著提升。在基准

情景中，第一期的前沿突破性技术在总投资中的占

比约为 73%；而在宽分布情景下，这一占比迅速

提升至 91%。这表明，在深度减排的资源配置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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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下，成熟的先进适用技术仅被定位于近期过渡手

段，而战略资源必须高度集中于具备长远潜力的前

沿方向，以实现长期深度减排所需的颠覆性技术

跨越。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仅着眼于节约短期成本而

忽视不确定性下的长期发展，将导致资源配置偏离

社会最优路径。因此，研发支持策略的制定必须高

度警惕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的风险。若仅基于短期

成本效益进行资源配置，可能导致对当前较为成

熟、回报更确定的先进适用技术形成过度依赖。随

着减排约束逐步收紧，系统将被迫持续压榨这些技

术的边际潜力，技术路径趋于收缩和单一，形成技

术路线的锁定。而一旦成熟技术难以再支撑更大规

模的减排压力，转向前沿技术将成为必然选择，若

早期未能及时投入、积累知识与经验，前沿技术往

往尚未具备可行的成本与部署能力，将迫使系统在

短期内承受高昂成本或减排滞后的代价，造成较大

的福利损失。

此外，现实中技术发展路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不仅体现在参数取值的非确定性上，更在于参数分

布的形式本身可能难以事先判断。本文模型中的不

确定性设定提供了一种分析方式，但现实中的不确

定性往往更具开放性与不可预测性。因此，为了在

实践中形成合理的研发投资决策，需要建立前沿引

领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预测、发现、评估和预警机

制，作为应对长期不确定性的工具。通过情景推

演、阶段性目标设定与专家判断的持续更新，为技

术路线选择与资源分配提供方向性支持。

3 研发投资需求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技术本身的风险特征即不确定

性是塑造研发投资策略的内在基础。需要进一步考

虑的是，技术创新活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

特定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之内。最优研发路径的

选择，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能否实现突破，更取决

于外部系统减排需求的紧迫性及宏观趋势演变带来

的资源约束变化。从决策逻辑上看，研发投入的边

际价值受影响于外部系统对减排的需求强度及技术

在系统中的替代空间。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通过改

变减排约束、资源禀赋与要素结构，重塑技术进步

在不同阶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而影响研发投入

的最优强度与时序安排。因此，有必要将技术决策

置于外部边界条件之下加以考察。

因此，本节将视角转向外部系统，重点考察两

类关键的外部边界条件：一是由减排时序界定的政

策约束，它决定了技术突破的时间窗口与紧迫度；

二是由人口演变引致的经济结构变迁，它决定了经

济系统对技术替代的依赖程度与承载能力。最后，

本文简要探讨了若干其他影响因素，为未来政策应

对与模型拓展提供方向。

3.1 不同减排时序下的技术创新投资需求

在构成外部系统边界的诸多变量中，减排时序

代表着气候战略与政策约束。在气候政策讨论中，

围绕尽早推进还是循序渐进的减排步调分歧始终存

在。收紧排放约束的时间安排可能改变研发投入的

时间分布和资金压力，从而影响整体效率与成本路

径。提前行动可降低累积排放与转型风险，而延迟

行动将技术进展与政策执行的压力推向后期，也可

为技术知识积累和成本下降留出更多时间。这种减

排时序反映了实现“双碳”目标的不同节奏和路

径，决定了排放约束的时间变化，也对应着技术突

破、示范与产业化的不同窗口期。比较不同减排时

序下的研发投资结构，有助于理解技术创新在实现

气候目标过程中的时点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先级。

本节在基准参数设定下，仅改变减排时序，比

较提前行动、线性、延迟行动三类减排路径对前

沿突破性技术最优研发投入的影响（图 5）。结果

表明，提前行动的减排路径使 2031—2040 年阶段

的研发投入更高，延迟行动则相对较低。这说明

提前行动的减排时序会相应使研发投入提前。自

2050 年起，延迟行动情景所需的投资持续增加并在

2055—2060 年阶段处于最高水平，提前行动则相对

较低，说明延迟行动的减排时序把研发投资压力推

向了中后期。

从研究期内的投资总量上看，以 3% 的折现

率 [7] 计算，提前行动情景的累积投入净现值最高

（3.66 万亿美元），延迟行动情景次之（3.65 万亿美

元），线性情景最低（3.62 万亿美元）。三者数值较

为接近，表明减排时序的差异主要影响了资金投入

的时间分布，而对累积经济投入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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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减排时序情景下的前沿突破性技术研发投资 
最优路径

图中情景间的差异幅度反映了依据中长期减排

节奏进行前瞻性研发规划的必要性。本文结果显

示，2031—2040 年，由减排路径差异引致的研发

投资需求差异最高约为 25%，投资规模的情景间差

异约为每年 50 亿美元。与之相比，全球主要国家

2019 年用于清洁或低碳能源技术研发的公共支出总

额约为 250 亿美元 [18]。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该数据

仅限于公共部门预算，而本文模型结果对应的是全

社会的研发投入，覆盖范围较大。

模型估算的投资额差异数值可作为决策中判断

的基准：若经评估后认为该幅度的变动对整体投资

计划的冲击有限，则在技术投资分析中任意假设线

性或其他形式的减排路径并不会带来实质偏差。反

之，如果影响显著，就不可忽视未来减排路径的不

确定性对研发资金配置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制定

2031—2040 年的投资计划时，也需将 2040 年之后

的政策走向与减排节奏纳入考虑，审慎进行研发投

资部署。

3.2 不同人口情景下的技术创新需求

与减排时序这一决策偏好驱动的政策约束不

同，人口演变代表了基础的结构性特征。近年来，

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人口规模下降一方面可能会直接降低总体消费需

求、能源需求，使减排约束放松，从而减少低碳

技术的投资需求 [19]；但另一方面，老龄化加剧会

降低劳动力数量、推高社会福利支出，使经济约束

收紧，从而增加投资低碳技术、降低其成本的需

求 [20]。这里，我们基于不同人口情景评估了人口变

化对技术创新需求的影响（图 6）。

图 6 不同人口情景下的前沿突破性技术研发投资最优路径

结果表明，低人口情景在 2035 年以后各阶段

的最优投入均明显高于中情景与高情景，而中情景

与高情景在多数年份接近。人口下降并伴随老龄化

加深时，最优解更倾向于加大前沿研发强度，而在

人口由中情景升至高情景的范围内，研发强度的变

化幅度较小。

这样的模式表明，老龄化冲击下的经济约束收

紧在技术研发投资决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比

中、低人口情景，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下降意味着单位劳动需承担更多的社会福利、能源

支出等负担。由于有效劳动供给下降与资本积累放

缓，经济支出约束加速收紧，更迫切需要降低能源

技术成本。因此，经济系统对技术进步的依赖程度

上升，研发投资的边际价值上升，推动最优方案向

更高的研发强度倾斜。与此相反，在中情景到高情

景的区间内，经济规模可能已足以吸收既定排放约

束带来的成本冲击，排放约束的影子价格变化有

限，故前沿研发最优强度的变化幅度较小。

可见，尽管人口下行与老龄化趋势可能抑制总

体能源需求，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低碳创新的需

求同步下降，反而可能加剧对前沿突破性技术的依

赖。人口演变是影响“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的重要

变量，需要在系统观念下深入研究。

3.3 其他因素的可能影响

上述分析中，本文探讨了减排时序与人口变量

对技术创新投资方向和强度的影响，评估了宏观趋

势性变化对最优决策路径的影响。本节进一步简要

提出若干尚未纳入模型的重要影响因素并讨论其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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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应。

首先是数智化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数智化技

术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使研发资金更为充裕；在

能源系统、交通、建筑等多个领域中也展现出优化

运行、提升能效的潜力，有望赋能减排与转型。另

一方面，数智化技术的发展也带来显著的能源消

耗压力，尤其是在算力密集型应用快速扩展的背

景下，其对电力需求和碳排放的影响不容忽视。因

而，数智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既是推动力量，也可能

成为新的资源约束因素。在分析技术路径与研发投

入时，应系统评估其对知识增长与能源系统的双重

影响，确保避免高能耗的数智化应用掣肘低碳转型

的长期空间。

其次是资本存量的更替。更快的资本更新可淘

汰高碳资本，缓解来自高碳基础设施的碳锁定效

应，进而可能降低对降成本型技术创新的总体需

求。与此同时，更快的资本更新本身也是一种加速

的社会经济代谢过程，可能伴随更高的能源资源需

求，从而在短期内可能加重减排压力。因此，需要

系统评估加速资本转型是否会产生净效益，探讨如

何通过政策设计引导合理的更新周期，兼顾减排需

求、技术演进与经济承载能力。

最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消费偏好变化。随

着人均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

构正从以生存型、基础型消费为主，逐步向发展

型、享受型和服务型消费转变。生活水平提升所伴

随的消费结构演化，既可能影响短期的能源资源压

力，也可能在长期内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普

及，对创新路径选择和研发投入方向产生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1）充分考虑低碳技术创新的核心特点，提升

研发资金配置效率。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普遍面临

高度不确定性、回报滞后以及收益分布偏斜等挑

战。其中，具备前沿突破潜力的关键技术在实现长

期深度减排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持续的

较高强度投入。同时，先进适用技术在近中期减排

中具有更直接的落地空间，减排贡献主要通过规模

化扩散和持续迭代释放。因而，研发资金配置需形

成前沿突破性技术攻关与先进适用技术推广迭代相

结合的组合结构，以兼顾远期深度减排潜力与近期

减排效率。尤其是为了确保未来的低成本减排可行

性，当前的研发投资组合必须突破短期成本视角

的局限，即使在缺乏当前成本优势的情况下，也需

为具备长远潜力的关键技术保持必要的投入强度

与战略冗余。现实中，这种以高成本、高风险换取

远期不确定回报的特征，与市场主体偏好短期确定

性收益的投资逻辑存在错配。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

配置资源，可能出现投资不足的问题。为缓解上述

市场失灵，首先可增强碳价信号的可预期性和延续

性，逐步完善碳市场的覆盖范围与定价机制，引导

社会预期与低碳技术投资方向相一致。其次，财政

支持体系应更充分考虑不同研发阶段的风险—回报

特征，针对早期高不确定性技术，给予更高容忍度

和更灵活的绩效评估方式，避免短期效率导向抑制

潜在高价值技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应优化激励结

构，提升支持工具在关键领域的匹配度与指向性。

此外，财政与绿色金融政策应实现协调联动，建立

更具韧性的长期投融资体系，以提升对远期回报型

技术的风险承受力。

（2）强化系统观念，构建跨部门协同的低碳政

策体系。本文的结果表明，低碳研发的边际价值不

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特征，还可能受到系统中其他

重要变量变化趋势的显著影响。正如模型分析所

示，减排时序的快慢重塑了研发投入的窗口期与强

度分布，而人口老龄化趋势则通过收紧劳动力与财

政约束，显著放大了经济系统对前沿技术进步的替

代性需求。这样的联动关系意味着，技术研发作为

低碳转型中的关键决策变量，必须嵌入复杂的社会

经济系统进行考察。在政策实践中，应强化跨部门

协同和长期视角下的系统筹划。需超越部门视角，

从系统性整体出发，统筹能源系统、产业系统与社

会系统的协同演化路径。在能源系统中，技术路径

选择与资源配置需兼顾未来消费结构与终端用能模

式的变化；在产业系统中，低碳转型涉及的不仅是

关键工艺和设备的升级，更包括价值链条中上下游

的联动变革，应通过标准牵引、示范推广与供应链

协同加速先进适用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并通过工程

验证与示范工程打通前沿突破性技术从研发到产业

化的关键环节；而在社会系统中，消费行为、生活

方式及公众预期将深刻影响技术采纳节奏与治理路

径的可持续性。因此，应构建跨系统的政策协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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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推动不同领域之间形成动态一致的技术需求反

馈与资源联动机制，实现财政、产业、社会等领域

政策的协同设计和联合实施。

（3）增强政策前瞻性，将长远趋势纳入当前决

策。本文分析显示，未来几十年长期趋势所塑造的

减排边界条件，可能反向决定当下的研发投入是否

充足。例如，模型结果表明，即便是在制定 2030—
2040 年的投资计划时，也需要将 2040 年之后的减

排时序安排与人口老龄化演变等长期变量纳入考

量，否则容易造成研发布局与长远需求脱节，技

术发展偏离最优路径。这要求研发支持体系具备

前瞻性视角，并在制度层面构建起动态评估的策

略。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滚动式技术路线图与情景

评估框架，并在《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2022—2030 年）》等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常态化

开展关键技术成熟度评估、成本学习与扩散路径监

测、政策成效量化评估。路线图设计也可区分前沿

突破性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两类对象，前者强调长

期攻关和不确定性管理，后者强调扩散监测、应用

成效评估与政策工具的动态校准，以提升转型政策

在不同阶段的适配性。同时，可加强支持社会学习

的制度基础，通过信息反馈机制，以及与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持续互动，不断修正和更新对人口演变、

资源约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等关键变量的判断，

增强政策体系对未来路径不确定性的适应性，确保

当前政策议程能够对接未来需求，真正把握绿色低

碳转型的战略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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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hieving CO2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s requires sustained low-carb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large-
scale deployment. Investment allocation in R&D is the key driver of low-carb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volving joint decisions over 
investment intensity, timing, and technology portfolios. This study develops a China energy-economy optimization model with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advanced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and frontier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uncertainty characteristics of R&D returns, and analyzes the optimal R&D investment pathways toward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s using a multi-stage stochastic dynamic optimization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certainty in R&D returns substantially 
increases the optimal investment intensity for frontier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To capture the “high-risk, high-reward” opportunities 
under uncertainty, maintaining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R&D effort is essential for ensuring the feasibili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long-
term emission reductions. Further analysis incorporating mitigation timing and population scenarios reveals that R&D investment trajectories 
begin to diverge in the near to medium term across early-action, linear, and delayed-action decarbonization pathways, indicating that R&D 
deployment strategies need to account for the long-term orientation of climate policy. The low-population scenario requires more than twice 
the R&D investment in frontier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compared to  medium- and high-population scenarios, providing a scenario-based 
illustration of the systemic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recommends systematically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systems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 across both mature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enhancing cross-sector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coordination, and establishing forward-looking mechanisms for technology foresight and assessment.
Keyword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D investment; pathway optimization


